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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传佛教信仰以及寺院经济的现状考察

丁莉霞

内容提要：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汉、藏两大文化板块的交界地带，也是20世

纪中叶以前安多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甘南地区的藏传佛教

信仰及其寺院经济现状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出，当前藏传佛教依然主导甘南藏区的宗教文

化，而建立在佛教功德观之上的部落及家庭供养则是藏传佛教寺院得以正常运转的最重要

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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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莉霞，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藏传佛教专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历史上这里就是西北诸羌的栖息之地。费孝通

先生曾经指出从甘肃南部一直到西藏察隅、珞隅的横断山区，存在着许多“分而未化、融而未和”的

藏彝民族走廊，宋代以后这个民族走廊已经重组为汉、藏两大文化板块的分水岭。甘南正居于这条民

族走廊东端的藏族聚居区，自古以来就为汉藏交界的前锋地区。历代中央王朝和一些少数民族政权

如吐谷浑、吐蕃王朝、唃厮罗、党项羌，以及蒙古和硕特部的势力也都一度延伸于此，为这里的社

会、历史、文化发展书写了重要篇章。尤其是17世纪固始汗征服整个藏区以来，在蒙古贵族的直接推

动下，甘南境内先后创建了两大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和郎木寺并与卓尼土司管理的禅定寺成鼎足

而三之势。此后格鲁派寺院逐渐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于18-20世纪上半期之间迅速扩张，广建属

寺，兴起了一大批教阶森严的藏传佛教寺院群落，进而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甘南藏族部落。

一、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民族宗教现状

今天的甘南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甘南州总人口64万

多人，其中藏族占48%、汉族占46.76%，除此之外，尚有回族、土族、东乡族、蒙古族、撒拉族、满

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以藏传佛教为主，苯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以及民间

宗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格局。截止2009年，甘南州批准开放的各种寺观教堂181处，其中藏传佛

教寺院121座（包括苯教），伊斯兰教清真寺55座，基督教堂3座，道观2座
①

。因此当地统战及宗教

管理部门将甘南宗教的基本特点总结为“三多”，即“宗教活动场所多，宗教教职人员多，信教群众

多”，认为宗教在甘南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宗教意识、宗教礼仪、宗教习俗已经影响到群众生活的

各个方面，宗教的民族性、群众性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

历史上甘南地区的各个藏传佛教寺院集团拥有大量的草山、牲畜、土地等生产资料，同时各大

活佛的拉章组织及少数僧人积极从事商业贸易和资本借贷活动，使得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到了寺院中。

民主改革后，寺院的政治、经济特权被剥夺，不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除拉卜楞寺院保留了一些古建

① 甘南州委统战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宗教工作基本情况简介》，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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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8年民主改革前甘南共有藏传佛教寺院196座（含苯教），僧尼15592人。参见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编：《甘肃宗

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②  甘南州委统战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宗教工作基本情况简介》，2009年。

③ 为了便于调查，笔者将甘南藏传佛教寺院分为四类，即超大型寺院（500名僧人以上）、大型寺院（200-500人），

中型寺院（80-200人）和小型寺院（80人以下）。

 

筑外，其余尽毁于“文革”时期，僧人大都被强制还俗回乡
①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国家的民

族宗教管理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为了满足藏族群众的宗教需求，甘南各地纷纷复建寺院并相继开放，

藏传佛教信仰进入了快速复兴时期。截止2009年甘南州共计有藏传佛教寺院121座，住寺僧尼9781

人，转世活佛156名（见以下图表）
②

。其中格鲁派寺院107座，宁玛派7座，萨迦派1座，苯教6座。僧

人基本上以20世纪80年代后出家的青壮年为主，60岁以上的僧尼仅占全部僧尼总数的6%。从寺院的

规模而言
③

，小型寺院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白龙江及洮河流域的舟曲、迭部、卓尼等县；大、中型

寺院主要分布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夏河、合作、玛曲、碌曲等纯牧业或半农半牧县（市）；超大型寺

院有拉卜楞寺院一座，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是安多藏区的佛教圣地，下属部落百姓众

多，现有僧人数1225人，占僧人总数的13%。

图表 1 甘南州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数量比例

图表2 甘南州各县市藏传佛教寺院分布一览表
寺院数 格鲁派 宁玛派 萨迦派 苯教 僧人数 活佛数

合作市 13 12 1 1427 22
夏河县 24 20 3 1 3180 30
玛曲县 13 11 2 1712 7
碌曲县 8 8 1091 14
卓尼县 16 15 1 1220 15
临潭县 3 3 134 2
迭部县 23 17 1 5 685 10
舟曲县 21 21 332 3
合计 121 107 7 1 6 9781 103

总的来看甘南藏传佛教寺院众多，以格鲁派为主，无论寺院数量还是僧人数量都占绝对多数，

其次为宁玛派、萨迦派和苯教。至于其他教派如噶举派等在历史上也有在甘南境内活动的零星传说，

但传之不广，行之不远，至今并无相关的道场和寺庙。事实上，单从寺院的建筑形式、造像及壁画的

风格、僧尼的着装、祈祷方式等外在形制而言，教派之间已经趋于相同，区别并不明显。甚至拉卜楞

寺院的众多属寺中就包括宁玛派、萨迦派甚至苯教寺院。拉卜楞寺、郎木寺、禅定寺等为数不多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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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寺院，由于历史悠久，加之声望卓著、僧人众多、规模大，往往内部分为哲学院、密宗学院、天

文学院、医学院等若干个扎仓（学院），有完备的学经制度，显密兼修。而绝大多数中小型寺院只是

单一的续部院或时轮金刚院，并无扎仓之分，僧人注重密宗实修，一般没有相应的显宗闻、思、讲、

辩制度。僧人一般只要背诵《集类部》、《无上供养经》、《大威德经》、《满愿经》、《续部经》以及迎

请、加持和祝愿等相关的密宗仪轨经文，即可为部落教民念平安经、祈福经，并主持丧葬往生仪轨。

通常每座寺院内部都存在着两套组织架构，寺管会主要处理日常寺务，而法台、喇嘛、格贵（掌堂

师）、夏奥（铁棒喇嘛）等传统教职人员则负责僧人的学习、纪律以及主持寺院的佛事活动。

此外，一些新的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日朝”（ri-khrod）
①

不断涌现。如碌曲县尕海乡的

日朝，近年来已有僧人15人，2009年该日朝得到了宗教管理部门的批准开放，活动场地规划在尕海大

队的加仓村，但还未动工修建。郎木寺镇的尼姑活动点，1998年前仅有一名尼姑居住，此后逐渐聚集

至今共有尼姑27人，已修建僧院十余所，并有专门的小型经堂用于诵经祈祷及举行相关的佛事活动。

双岔乡日朝，聚集僧人8名，和郎木寺尼姑活动点一样，还未得到甘南州宗教管理部门的正式批准。

作为新出现的宗教活动场所，这些日朝也说明了甘南地区藏传佛教信仰处于稳定发展之中。

二、当前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构成

藏传佛教僧人作为宗教职业人员，构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而寺院经济则是佛教及其

教职人员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因此，建设新型的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不仅是藏传佛教自身存在和传

承的内在要求，也关乎藏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结构

基本稳定，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一）寺院的经济来源

藏传佛教寺院里的各个殿堂被统称为经堂。经堂往往会有一些来朝拜的香客布施的现金以及酥

油，以及售出哈达、酥油灯的收入，且每个寺院都有所不同。拉卜楞寺贡唐宝塔出售一条哈达只需

2元，合作寺院马头明王佛殿则需5元；合作寺院九层佛阁点一盏酥油灯需布施5元，杓哇寺院则需30

元。一般经堂的这些收入主要由经堂格贵掌管，到年底平均分配给僧人作为生活补助，有时也用于购

买佛像、法器等等。禅定寺密宗学院2004年全年经堂收入共计1781.30元，除了正常的宗教支出外，

当年正月十六给该学院37名僧人每人5元。而郎木寺大经堂格贵2009年上半年分给每僧400元，按在寺

的350名僧人计算，则该段时间经堂收入为140，000元。由此看来，各个寺院之间的经堂收入差异颇

大，香客多的寺院这部分收入也较为可观。

寺庙自养，顾名思义即是宗教场所通过开展经济活动，实现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支出的自给自

足。从佛教戒律而言，僧伽团体对施主喜舍之财物，可辗转生利以充当珈蓝营建或修缮之用，或供三

宝日常之需，是戒律所许可的。因此“以寺养寺”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教义上的正当性。近

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寺庙也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地理优势参与商业经营，不仅增加

了收入，也减轻了信教群众的宗教负担。但通过笔者调查发现也只有一少部分大、中型寺院的自养效

益相对较好。如拉卜楞寺由于大量来自海内外的旅游者前来观光旅游，致使门票成为其自养收入中的

大宗，加上印经、宾馆、藏餐厅、旅游商品、藏医药、商铺出租等多达12项自养事业，经济收入蔚为

①  即静修院，有少量的出家僧人，自称是山中修行者。甘南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最初便是由日朝改扩建而成。1958年

后，包括日朝在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大量被拆毁，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日朝并未再复建，即使修复了的日朝也多合并

于附近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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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2008年“3.14”事件后，甘南藏区也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导致旅游业遭受重创。即使如此，

2008年拉卜楞寺仍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000多人次，按每张门票47元计，可收入84万元，加上其他

项目共收入171.4万元。同时用于各项佛事活动、活佛拉章费用、接待费、管理费等等的开支也高达

196.69万元，超支25.2万元
①

；碌曲县郎木寺院自筹资金300万元修建了寺属宾馆，2007年盈利20万

元，加上当年旅游门票、商店、藏医门诊、香料厂收入共计60万元，主要用于寺院殿堂维修、僧人生

活补助、接待费的支出；西仓寺院开办藏医院，制作出洁白丸、佐珠达西丸、达西索登丸、二十五味

鬼臼丸、十六味杜鹃丸等20多种成药，现有固定资产约150余万元，运营资金达59万元；玛曲县10座

寺院联合成立善兴股份有限公司，并筹建了5010平方米的善兴宾馆也已经投入使用。寺办企业的隆兴

也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自养效益比较好的寺院通常很少给部落派任务，群众除了正常念经等宗教

活动外，不用额外再给寺院布施财物。

与此相对，许多中小型寺院、甚至大型寺院由于不具备发展商业经济的条件，自养状况不佳，

相当多的寺院无任何自养经济。如卓尼县16座藏传佛教寺院中，仅有6座寺院拥有初级自养产业，且

规模偏小：贡巴寺为甘南大型藏传佛教寺院，有僧人450名，该寺每年商铺出租收入2000余元，经文

印刷1000余元，藏医门诊年收入约200余元；旗布寺有牧场一处，有牛70多头，年收入约1万余元；杓

哇寺开办寺院旅社年收入有2.5万元；康多寺出租沿街商铺年收入5000元；沙冒寺院有五亩地，每年

租费250元外，除此以外再无其它收入②。而禅定寺的自养活动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该寺曾

于1985年开办了一个牧场，养牛100头，后来将牧场承包给牧户管理，每年收入1.2万元，并分配给每

位僧人10斤酥油。此外还有两个小卖部，每年收入2000元③。但因管理不善，2009年笔者前去调研时

该寺已无任何自养项目，寺院收入基本以念经及群众布施所得为主。

佛教认为对佛法僧进行供养，就可以获得无量福德，不但不堕地狱、恶鬼、畜生三恶趣，而且

成就因缘圆满成佛的资粮。故此佛教徒对于供养三宝极为重视。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后，吐蕃王

朝曾先后制定过“三户养僧”及“七户养僧”制度，佛教后弘期又发展出神庄制度，在安多藏区即为

高度依附于寺院的部落制度。解放后，神庄与寺院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了解除，但对寺院的各种物质

供养至今还是普遍存在于甘南的大多数地方。通常每座寺院都将数量不等的部落和村庄作为香火户，

无偿负责该寺院的修建、僧源的提供、各项佛事活动的财力支持等等。在一般情况下，僧人只会在本

部落所在的寺院出家为僧，而部落也只负责本部落寺院的供养，寺院亦会主持部落一年一度的插箭祭

祀山神活动。对部落而言，遵循传统，负责寺院的供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该尽的义务。由此寺院和

部落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寺院不仅是人们精神寄托的所在，而且也为部落群众的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提供各种周密的宗教服务。卓尼县贡巴寺的香火部落覆盖了光盖山以北的整个车把河流域，

其中什巴村共有农牧民180余户。2002年该村开始自愿为贡巴寺院修建无量寿佛殿，除每户捐资1000

元之外，村民还无偿提供石料、木材，并轮流分工承担了所有采石伐木、挖沙砌墙、上梁覆瓦、彩绘

等事宜长达八年之久，直至2009年落成开光。据估计，什巴村为该佛殿的修建共投入200余万元，这

对于当地年人均纯收入2194元④ 的生活水平来说，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对他们来说，宗教是

精神的寄托，是他们全部的意识和感情所在。正因为如此，该村村民才会坦言：“这是我们的信仰，

①  数据系2009年9月笔者前往拉卜楞寺调研时，由该寺寺管会提供。  

②  甘南州卓尼县统战部：《全县藏传佛教寺院简介》，2009年。

③  政协甘南州卓尼县委员会：《卓尼县禅定寺自养生产情况调查报告》，2002年。

④  2009年6月笔者前往甘南调研时由甘南州卓尼县刀告乡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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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贡巴为碌曲县郎木寺乡的一个行政村，该地牧场优良，在20世纪六十年代曾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牧业典范，有

“农业学大寨，牧业学贡巴”之说。8月上旬笔者往该地调研时，发现贡巴村的房屋比十年前多了许多，表明近

年来有不少牧民选择定居生活。加之甘南州政府大力推进半福利性的牧民定居工程，整齐划一的牧民新村在很

多地方都可见到。

②  所引数据系甘南州民政局2009年8月提供。

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去计算为寺院花费了多少钱。”而什巴村的例子仅为甘南100余座藏传佛教寺院

中的冰山之一角。

除为寺院的修建无偿提供资金和劳动外，最常见的供养主要是由部落提供正月祈愿法会、燃灯

法会以及金刚会供、灌顶法会等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支出，主要用于供佛的酥油灯、为僧众供斋饭，

以及布施给全寺僧人一定数额的现金等等。一般说来法会的支出特别是超大型、大中型寺院的佛事活

动，耗资还是相当大的，因此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供养的方式往往有多种：一，寺院所属各部落每年

轮流承担，轮到哪个部落，便由该部落长老或村长根据所需费用按户收取现金、酥油等物；二，由部

落长老根据各户经济状况进行分等，富裕户轮流承担供较大的佛事活动，而贫困家庭则可以多户联合

起来承担较小的佛事活动的支出；三，年末各部落选派代表在寺院抽签确定来年供养寺院各项佛事活

动的负责方；四，根据特定传统，某一部落会在特定时间到寺院进行供养。如碌曲县郎木寺乡的贡巴

村① 每年都要为郎木寺院的正月十四日金刚法舞大会供饭，2009年贡巴村为此共购买大米60斤，酥油

近150斤（按市场价最低每斤酥油15元），布施在寺的355名僧人每人10元计3550元，以上各项合计当

日共耗资6300余元，由全村各户分摊。

近年来甘南藏区包括清真寺、道教宫观、民间宗教庙宇、藏传佛教寺院等相当多的宗教场所都

在改建、扩建，表明随着农牧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宗教的热情也在增加。就藏传佛教而言，往

往在多达数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修建费用中，除了寺院香火部落无偿捐资捐工捐料之外，经常

可以看到内地甚至台湾、港澳地区富商、居士的大笔捐资。如北京、东北居士林2007年为禅定寺出资

创办了初级佛学院，并为每位学僧提供每天10元的生活补助；卡加曼寺院的护法神殿造价达数百万，

据说也主要是外地的大老板捐资兴建；卓尼县多玛寺2007年为大经堂重新绘制壁画，来自威海、上

海、香港、广州、杭州、无锡以及温州的居士捐资6.7万元；迭部白古寺亦有内地居士出资修建招待

所等等。表明尽管甘南整体开放程度虽低，但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在不断加深，尤其一些佛学造诣

深厚的活佛、高僧大德在内地及港澳台经济发达地区拥有众多虔诚的信徒，因此在寺庙的修建、修复

方面比较容易得到富商居士的大额资金支持。

（二）僧人经济来源

僧人的经济状况，甘南州民政部门于2009年5月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多达7367名僧尼年收

入不足600元，其中特困僧尼6205人，占全州僧尼总数的60 %以上，2729人没有自己的僧舍，还有

2708人的僧舍已经成为危房②。数据说明绝大部分僧人都处于经济困顿中，但总的看来，僧人的经济

水平差异较大，个别的超大型、大型寺院僧人接受的布施多，相对富裕，中小型寺院僧人则差了很

多。尤其洮河中下游及白龙江中下游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与汉文化的深度涵化，部落制度已不明显，宗

教需求小，加之地区经济不发达，导致相当一部分寺院的僧人生活难以为继。一般而言，僧人的生活

来源有这样几项：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出家僧人不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由于寺院不予负担僧人的生活，衣食

住行和学经的支出由僧人家庭提供。通常小僧人入寺后，会寄居在本寺的喇嘛亲属家，或师傅的家

甘南藏传佛教信仰以及寺院经济的现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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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成年后，家人便为其修建房屋，因此大部分僧人在寺院都有自己的院落，为僧人私有财产，可

以在寺内进行买卖和转让。因此，僧人的生活水平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有些富有僧人不仅僧

舍修建的宽敞，室内也装修得很漂亮，电视、电磁炉、手机、摩托车一应俱全。譬如，某寺僧人，

34岁，他家有100多头牛，200多头羊，也算中等偏上的富裕户。2007年家里人开始给他在寺院里盖房

子，当时材料的价格都很高，1平米包工包料要1000元，所以一院房共四间屋子花了差不多7万块钱。

以后还要做木质壁橱、碗柜和室内装修，院子的地面硬化，可能还要花2、3万。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僧

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僧舍简陋，甚至很多人没有自己的房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日渐衰

老，家庭供养往往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一名僧人的自述道出了其中的辛酸与尴尬：我们的生活主要靠

家人供养。家里人生活贫穷，当然我们也跟着受穷。年龄小的时候还可以靠自己的父母，即使生活艰

苦些也能填饱肚子。但是年龄大了，父母不在了，靠兄弟、亲戚来供养就有了困难。因为没有固定收

入，只能靠偶尔给群众念经，布施2、3块钱。特别是尼姑群体，一般没有寺属部落供养，加之甘南藏

族群众的意识中普遍轻视尼姑，很少请尼姑念经，因此尼姑的生活主要靠家庭接济和化缘所得。笔者

在宁玛派寺院——合作曲宗尼姑寺① 调研时，该寺60余名尼姑仅有10多名在寺里，其余人都回家筹集

口粮。并且发现尼姑的房子普遍比较破旧，有的老尼姑年届80，僧舍仅为一间6、7平米的低矮小屋，

相当贫困。

牧区的群众按照惯例，从大年初一到初三，各家都要去寺院给活佛磕头以求除病祛灾。同时请

活佛推算本年内该念何种经文，念经时间，共需几名僧人等等。一般来说牧区的藏族家庭每年至少要

请僧人在家念一次平安经或吉祥经，多则二三次。此外由于现代人流动频繁，外出打工做生意的人日

益增多，为了消灾，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他们往往也会另外请求活佛念平安经。如仁贡玛村的噶藏

卓玛由于母亲患病，2009年4月份请了郎木寺的4名僧人在家里念了三天的吉祥经，做了百供仪式（点

燃了100盏酥油灯），除三餐外，向每位僧人布施50元。此前其父去世的时候，曾在拉卜楞寺、郎木

寺、格尔底寺以及尼姑活动点各供饭一次，共花去4万余元。根据在甘南各县市的调查，发现就对每

个僧人的布施而言，去村子里入户念经获得的报酬要高于在寺院接受供饭分得的布施，前者现在基本

上都在每僧一天20、30元左右浮动，城镇家庭相对高一些，大概达到50-100元左右。因此入户为部

落群众提供念经等宗教服务亦是僧人的一项固定收入，大部分寺院要求除法会期间外，其余时间僧人

可以外出为群众念经祈祷。从理论上说，俗家对于僧伽的布施供养是自愿行为，布施钱物多少纯粹为

随喜随缘。但实际上笔者在调查中得知现在藏族群众在念经的布施水平上存在明显的攀比现象，富裕

户往往布施钱物多，导致对僧人的布施水平不断上升，贫困家庭由此感觉“念不起经”。因此部分寺

院据此做出了一些规定，要求群众念经时布施每位僧人不得超过20元。

经堂分配的收入也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前述来源于香客的经堂收入，这部分到一定时间由格贵

平均分配给每位僧人；二是藏族家庭为了超度亡人而在寺院所做的供养。后者耗费巨大，也是藏族家

庭最为看重的，往往节衣缩食数年积累的财富只为到寺院供饭一次。一般家庭供饭与部落供养的方

式是一样的，主要为僧人提供早、中两餐，早饭为油饼一个、糌粑一碗、酥油2两；中午饭为酥油米

饭，念经结束时布施一定的现金。供饭中最大的花费当属给僧人供钱以及酥油的支出。当然不同地区

① 该尼姑寺属于僧尼混居型，有尼姑60名，僧人5名，其中寺管会主任为一名60多岁的老僧人。笔者于2009年6月——

7月中两次前往该寺，正逢尼姑们在寺前修一个巨大的佛塔，因为没有寺属部落，义务出工助建的群众很少，因此

所有采石、挖沙、搅拌混凝土、往塔上背材料等重体力活均由尼姑们自己承担。8月下旬再次前往时，佛塔已经修

出，寺管会主任前往青海朝佛，尼姑们大都放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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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饭所需费用也差异很大，从一二千到数万元不等。合作部落群众在合作寺院供饭时一般布施每僧现

金5块钱，卓尼贡巴寺10元左右，碌曲西仓寺院则为2-5元，而在拉卜楞寺由于僧人多，按每僧20元

的中等水准供饭一天需要将近5万元。无论如何，这是僧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因此，大中型寺

院每年的经堂分配收入每僧可以获得数百至上千元。

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政策，致力于解放思想、发展经济，针对宗

教场所的管理体制不健全，存在着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局面，长期使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游

离于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在2008年3.14后，各级政府对宗教场所尤其是藏传佛教寺庙的建设、管理

极为重视，在加强寺院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对各寺院的发展现状全面摸查，同时加强各寺院的基础

设施建设，修通水、电、路。针对大部分僧人经济贫困的现实，将僧人100%纳入新农村合作医疗；

4863名僧人被纳入农村社会最低保障，覆盖率达到46%，每月可领到低保金30-56元不等；441名僧人

还被纳入五保供养。① 可以说3.14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成为一种契机，使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已经开始

正视数量庞大的僧侣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以郎木寺镇为例，2008年该镇即将郎木寺院与其

下辖的郎木村、贡巴村、波海村、尕尔娘村等四个行政村并列，每季度为1156名低保人员发放低保金

176535元，其中郎木寺院僧人全员纳入低保，每季度发放56370元，占全镇低保金总额的31%，平均

每僧每月51元，略高于其他四村的低保金（50元）。政府管理部门正在就宗教场所纳入社会化管理进

行探讨并初步实践，即尝试把藏传佛教寺院作为所属地的一个社区来进行管理，并引入社会救助体系

保障宗教场所及宗教职业人员的基本生存，这无疑为“属地管理原则”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深具现实

意义。

三、结    论

通过对甘南藏区寺院经济的考察，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寺院与当地藏族部落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往往一座寺院对应着数量不等的部落和村庄，寺院经济基本上呈现为“部落穷则寺院穷，寺院穷

则僧人穷”，或者说“香火部落多寺院财力强，部落少或无部落财力就弱”的态势。由于基本上藏区

依然处在“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农牧业现状，经济基础薄弱，受此影响，藏传佛教寺院以及僧人

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寺院开展了以寺养寺活动，但绝大部分自养产业层

次低、规模小，并不足以维持寺院及僧人生存之所需。因此，建立在传统佛教功德观之上的部落及家

庭供养仍是藏传佛教寺院得以正常运转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但是这种供养的水平地区差异性颇大，

高原牧区、半农半牧区要明显好于洮河和白龙江中下游的农业区。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地区宗教信仰虔诚度与农业或牧业的生产方式关联度并不高，而是主要因为上述两河流域的

农区因从历史上长期汉藏杂居，被汉文化的深度涵化、部落结构松散才是藏传佛教信仰在这些地区衰

落的最关键原因。

                                                                                                                            （责任编辑   尕藏加）

①  所引数据系甘南州民政局2009年8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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